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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在能源环境领域中,强度指标能够衡量能源利用与碳排放的相对效率,被广泛应用于

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和能源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中。 乘性结构分解分析以投入-产出模型为基

础,对导致强度指标变化 / 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。 近年来,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无

论在应用还是方法论层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。 对 2010—2019 年间将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方法用

于能源碳排放指标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,发现:(1)研究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;
 

(2)研究问题

呈现单区域向多区域拓展的特征;
 

(3)非竞争型进口假设被越来越多地采纳;
 

(4)大分解因素

数量的研究逐渐增加;
 

(5)
 

D&L(或广义 Fisher 指数)方法仍然是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框架内最

为常用的分解方法。 在对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论发展进行评述的基础上,提炼未来发展需求

和研究空白。
关键词:结构分解分析;乘性分解;强度指标;能源碳排放领域;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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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一、引言

由于全球性气候变化,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能源

利用与 CO2 排放得到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

注。[1]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保障,能源消耗及其 CO2

排放的控制与管理需要多维度的系统研究,加强节

能减排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[2,3] 针

对不同国家和地区,依据经济、技术、人口等发展现

状的不同,制定有区别的节能减排目标及政策措

施。[4-6,7]针对同一国家或地区,受经济发展、技术进

步、区域间合作等影响,能源利用及碳排放特征会发

生变 化, 节 能 减 排 目 标 与 政 策 制 定 也 会 随 之

调整。[8]

绝对指标和强度指标常被用来定义和衡量国

家、地区或行业层面的能源及环境表现。 具体而言,
能源消费[9] 、CO2 排放量[10] 等绝对指标和能源强

度[9] 、CO2 排放强度[12]等强度指标被广泛应用于不

同层面的能源及环境研究。 与绝对指标相比,强度

指标通常被定义为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或 CO2

排放量,体现了相对效率的含义。 在多区域对比分

析中,由于经济体量、人口规模、发展速度等因素的

差异,绝对指标不具备直接可比性。 然而,强度指标

能够剔除上述因素的影响,直接对区域间能源利用

和 CO2 排放效率差异进行对比研究。[13] 近年来,强
度指标也逐渐被发展中国家用于节能减排目标规划

中。 2015 年,中国在“国家自主贡献” 中提出:到

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CO2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



60% ~ 65%[14] ;印度也采用碳排放强度指标制定本

国的自主贡献目标。
分解分析能够对某一 / 多个研究对象的能源或

环境表现的变化 / 差异进行定量研究,量化不同影响

因素对能源或环境指标变化 / 差异的贡献程度。[15]

目前,有两种比较流行的分解分析方法,即指数分解

分析(Index
 

Decomposition
 

Analysis,
 

IDA)和结构分

解分析 ( Structural
 

Decomposition
 

Analysis,
 

SDA)。
这两种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 从数学模型的角度

出发,SDA 可以看作是 IDA 的一般化。[16]具体地说,
IDA 能够对产业层面能源及环境指标的变化 / 差异

进行逐年分解分析,即能够实现链式分解;SDA 以

投入-产出(Input-Output)模型为基础,从部门关联

的角度出发,能够探究导致国家或地区层面能源及

环境指标产生变化 / 差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。
在方法论发展和模型应用方面,关于两种分解方法

的详细比较和评述可以参考 Hoekstra 等
 [17] 、 Su

等[18] 、Wang 等[19] 的文献。 与 IDA 相比,SDA 具有

较高的数据要求和模型复杂度,能够系统地进行分

解研究,特别是对于结构性因素的探究,例如生产结

构效应、最终需求结构效应等。 关于 IDA 在能源环

境领域的综述研究可以参考 Ang[20] 的文献。 本文

将重点关注 SDA 在能源碳排放领域的发展与应用。
按照分解方式,结构分解分析可以分为加性分

解和乘性分解。 从指标分解和结果解释的角度,加
性分解适用于绝对指标,乘性分解更适用于强度指

标。 2010 年以前,绝大多数的能源及环境研究都是

采用加性 SDA 方法,具体可参考 Su 等[18] 的文献。
由于加性 SDA 方法易于操作,能够直接得到整体层

面及部门层面的分解结果,近年来仍广泛应用于绝

对指标的分 解 研 究, 例 如 Ninpanit 等[21] 、 Wang
等[22]对国家层面总体 / 隐含 CO2 排放的变化研究,
Lan 等[23] 、He 等[24] 、Zhao 等[25] 对全球、国家及省份

层面能源消耗的变化研究。 伴随 SDA 方法论的发

展,乘性 SDA 方法自 2010 年开始应用于能源环境

领域。 近年来,由于强度指标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国

家 / 地方层面的节能减排目标设定及能源环境政策

制定,乘性 SDA 的应用也不断增加。 Su 等[26] 将基

于广义 Fisher 指数分解的归因分析应用于结构分解

分析框架中,在方法论层面解决了通过乘性分解方

式得到部门层面分解结果的问题。 在 Leontief 投入

-产出框架下,Wang 等[27] 探索了加性 SDA 和乘性

SDA 的关联,进一步为乘性 SDA 在能源环境领域的

应用夯实理论基础。
鉴于近年来乘性 SDA 在方法和应用层面都有

较快速的发展,本文分别从模型构建、实证研究、方
法论发展三个方面对乘性 SDA 进行综述研究。 主

要贡献有:(1)分别基于竞争型和非竞争型进口假

设,构建乘性 SDA 方法整体及部门层面基本分解模

型;(2)针对能源碳排放领域 2010—2019 年采用乘

性 SDA 方法的国内外实证研究,从研究特征、研究

趋势、指标构建、模型应用等方面进行综述;(3)从

方法论的角度,对研究期内乘性 SDA 方法的发展进

行评述,并凝练未来方法论发展需求和研究空白,为
乘性 SDA 方法的广泛应用提出针对性建议。

二、强度指标乘性结构分解分析基本模型

结构分解分析以投入-产出模型为基础,对国

家及地区层面的能源及环境指标进行因素分解。 在

模型构建过程中,不同的研究假设组合,如投入-产
出模型种类[28] 、进口类型[29] 、部门整合[30] 、时间整

合[31] 、空间整合[32]等,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。 不

失一般性,本文在 Leontief 投入-产出模型框架下分

别基于竞争型和非竞争型进口假设构建乘性结构分

解分析模型。 此外,本文使用增加值合计来定义能

源与 碳 排 放 强 度 指 标, 能 够 避 免 重 复 核 算 的

问题[33] 。
(一)能源 / 碳排放 Leontief 投入-产出分析

基于竞争型进口假设,标准的 Leontief 投入-产
出模型可以表示为

x=Z·1+y= (I-A) -1y=Ly
  

(1)
式中:x 为总产出向量;Z 为中间投入矩阵;y = yf +
ye-ym 为总最终需求向量,yf 为总最终消费向量,ye

为出口向量,ym 为进口向量;L= (I-A) -1 为总 Leon-
tief 逆矩阵;I 为单位矩阵。

通过直接能源 /碳排放强度向量 fE,即单位增加

值合计直接能源消耗量 / CO2 排放量,可以得到

Ec = f′E
 v= f′E

 ( k̂x)= f′E
 ( k̂Ly)= f′E

 Hy
  

(2)
式中:Ec 表示竞争型进口假设下总能源消耗 / CO2

排放量;v 为增加值合计向量,k = ( x̂) -1v 为初始投

入系数向量,H= k̂L 为总增加值合计需求系数矩阵。
在竞争型进口假设的投入-产出框架下,使用

支出法来计算 GDP。
GDP c = 1′y

  

(3)
因此,总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可以表示为

EIc = Ec

GDP c =
f′EHy

1′y
 = f

 

′EHyc
str

   (4)

式中:y
 c

str = y
 

(1′y
 

)
为总最终需求结构向量。

基于非竞争型进口假设,标准的 Leontief 投入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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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出模型可以表示为

x
 

=Zd·1+yd = (I-Ad) -1yd =Ldyd
  (5)

式中:Zd 为国内中间投入矩阵;yd = ydf +ye 为国内最

终需求向量,ydf 为国内最终消费向量;Ad = Zd( x̂) -1

为国内生产技术系数矩阵;Ld = ( I-Ad ) -1 为国内

Leontief 逆矩阵。
类似地,通过直接能源 /碳排放强度向量 fE,可

以得到

Enc = f′E
 v= f′E

 ( k̂x)= f′E
 ( k̂Ldyd)= f′E

 Hdyd
  (6)

式中:Enc 表示非竞争型进口假设下总能源消耗 /
CO2 排放量,Hd = k̂Ld 为国内增加值合计需求系数

矩阵。
在非竞争型进口假设的投入-产出框架下,使

用生产法来计算 GDP。
GDP nc = 1′v= 1′( k̂x)= 1′( k̂Ldyd)= 1′Hdyd

  (7)
因此,总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可以表示为

EInc = Enc

GDP nc =
f′E

 Hdyd

1′Hdyd
=
f′E

 Hdync
str

1′Hdync
str

 

  (8)

式中:ync
str =

yd

(1′yd)
为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向量。

本节以单区域 Leontief 模型为例,对能源 / 碳排

放强度指标进行投入-产出分析。 类似的能源 / 碳
排放投入-产出分析,也可基于多区域投入-产出模

型。 不同的是,多区域投入-产出模型框架下,指标

和模型构建会更加复杂,例如进口假设(包含国际

进口和省际进口)、研究层面等更加多样化。
(二)能源 / 碳排放强度指标乘性结构分解分析

在竞争型进口假设的投入-产出模型内,研究

期( i ~ j)内总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的变化,或在某一

固定年份区域间( i ~ j) 总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的差

异,可以基于公式(4)通过乘性分解得到。

Dc
tot,EI =

EIc
j

EIc
i

 

=Dc
fE
Dc

HDc
ystr

   (9)

式中:Dc
fE

 为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效应,Dc
H

 为 Leontief
结构效应,Dc

ystr
 为总最终需求结构效应。

在非竞争型进口假设的投入-产出模型内,强
度指标的表达式为分式形式。 参考公式(8),类似

的乘性分解基本模型可以表述为

Dnc
tot,EI =

Dnc
tot,E

Dnc
tot,GDP

 

=
Dnc

E,fE
Dnc

E,Hd
Dnc

E,ystr

Dnc
GDP,Hd

Dnc
GDP,ystr

 

=

Dnc
E,fE

Dnc
E,Hd

Dnc
GDP,Hd

 

( )
Dnc

E,ystr

Dnc
GDP,ystr

 

( ) =Dnc
fE
Dnc

Hd
Dnc

ystr
  (10)

式中:Dnc
fE

 为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效应,Dnc
Hd

 为国内 Le-

ontief 结构效应,Dnc
ystr

 为国内最终需求结构效应。
将广义 Fisher 指数的归因分析[26] 引入乘性

SDA 模型内,公式(9) ~ (10)中的各效应可以进一

步分解到部门层面。 假设 Dc
fE

 和 Dnc
fE

 为能源强度

效应。

Dc
fE
= ∏

n

k = 1

f jE,k

fiE,k
 

( )
wc
k

= ∏
n

k = 1
Dc

fE,k,
 ∑

n

k = 1
wc

k = 1
  

(11)

Dnc
fE
= ∏

n

k = 1

f jE,k

fiE,k
 

( )
wnc
k

= ∏
n

k = 1
Dnc

fE,k,
 ∑

n

k = 1
wnc

k = 1
  

(12)

式中:f∗
E,k

 为不同时期或区域 k 部门的直接能源强

度;D∗
fE,k

 为竞争型或非竞争型进口假设下 k 部门的

能源强度效应;w∗
k

 为 k 部门的权重系数,用于衡量

单位直接能源强度的变化 /差异对总能源强度变化

效应的相对贡献。
在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框架下,用于计算公式

(9) ~ (10) 中各效应值的常见分解方法有 ad
 

hoc、
D&L 方法[34] 、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( LMDI) [35-36] 。
具体的方法选择可以参考 Su 等[18] 、Wang 等[27] 的

文献。 此外,继续对公式(9) ~ (10)中的 Leontief 结
构效应进行二阶分解,可以对中间投入相关技术因

素和替代因素进行深入分析。
三、能源碳排放领域乘性结构分解分析应用研

究综述

乘性结构分解分析以投入-产出模型为基础,
能够对与经济系统相关的能源 / 环境指标(特别是

强度指标)的变化 / 差异进行不同层面(例如整体和

部门)的分解分析,量化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,例如

能源强度效应、生产结构效应、最终需求效应等,其
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。

图 1　 乘性结构分解分析研究框架

2010 年,乘性结构分解分析开始应用于能源环

境领域。 乘性 SDA 方法能够对结构性因素(例如能

源投入结构、完全需求结构、最终需求结构等)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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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研究, 具有结果易解释性和无量纲性的优

势[37] ,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。 本文对 2010—2019
年乘性 SDA 在能源碳排放领域的应用研究进行综

述,从中英文数据库检索获取 26 篇相关文献。 如表

1 所示,从研究、应用、指标、投入-产出模型和分解

模型几个方面对文章进行归纳总结。

表 1　 2010—2019 年间能源碳排放领域乘性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及特征总结

研究

年份 作者

应用

范围 时间

指标

能源 碳排放

投入-产出模型

类型
单 / 多
区域

进口
假设

需求项
分解

分解模型
 

因素
个数

分解
方法

 

2010 夏炎等[38] 中国 1987—2005 I L S C N 5 Polar
 

D&L
 

2011 付雪等[39] 上海市 2002—2007 I L S C N 5 Polar
 

D&L
  

2012 Fan 等[40] 中国 1987—2007 I L S C N 6 Polar
 

D&L
  

2012 Xia 等[41] 中国 1987—2005 I L S C N 5 Polar
 

D&L
  

2013 陈琳[42] 中国 1997—2007 I L S C N 4 Polar
 

D&L
  

2014 Zhang 等[43] 中国 1987—2007 T / I L S C N 4 / 5 ad
 

hoc
 

2014 Zhang 等[44] 中国 7 区域 1987—2007 T L M C N 6 ad
 

hoc
  

2015 Su 等[37] 中国 2007—2010 I L / G S C / NC N 3 / 5 D&L
  

2015 Xia 等[45] 中国 2007—2010 I L S NC Y 11 Polar
 

D&L
  

2016 Su 等[46] 中国 30 个省区 2002 I L S C / NC N 3 D&L
  

2017 Kaltenegger 等[47] 全球 40 个主要经济体 1995—2030 T L M C N 11 LMDI
  

2017 Su 和 Ang[48] 中国 2007—2012 I L S NC Y 3 D&L
  

2017 Wang 等[49] 全球 40 个主要经济体 2000—2009 I L M NC N 8 LMDI
  

2017 Wang 等[19] 中国 2007—2012 T L M NC N 4 LMDI-I
 

2017 Wang 等[27] 中国 2007—2012 I L S C / NC N 3
D&L;

 

Polar
 

D&L;
 

LMDI-I
  

2017 李玲等[50] 中国 1997—2012 I L S C N 5 Polar
 

D&L
  

2017 张俊荣等[51] 北京市 1997—2012 I L S C N 5 Polar
 

D&L
  

2018 Morioka 等[52] 日本 1990—2005 T L S NC N 6 D&L
  

2018 Yan 等[28] 中国 2002—2012 I L / G S NC N 5 / 6 Polar
 

D&L
  

2018 Zhu 等[53] 印度 2007—2013 I L S NC Y 3 D&L
  

2019 Cao 等[54] 中国及其 30 个省区 2007—2012 I L M NC Y 3 D&L
  

2019 Shironitta 等[55] 40 个国家 1995—2008 I L S NC N 4 其他
  

2019 Su 等[56] 中国 2007—2012 I L S NC Y 3 D&L
  

2019 Wang 等[57] 中国 2002—2012 I L M NC N 10 LMDI-I
  

2019 Wang 等[58] 美国—日本 2000—2011 T L M C N 6 LMDI
  

2019 Yang 等[59] 中国 8 区域 1997—2007 T L M NC Y 14 ad
 

hoc
注:T 表示绝对指标,I 表示强度指标,L 表示 Leontief 投入-产出模型,G 表示 Ghosh 投入-产出模型,M 表示多区域投入-产出模型,S 表示

单区域投入-产出模型,C 表示竞争型进口假设,NC 表示非竞争型进口假设,Y 表示是,N 表示否。

　 　 根据研究特征及模型应用,本文将时间跨度划

分为两个子时间段,即 2010—2014 年和 2015—2019
年,分别进行研究评述。 在乘性 SDA 应用第一阶段

(即 2010—2014 年),相关文献显示出分解能源指

标多于碳排放指标、强度指标多于绝对指标的特征,
其应用常见于探索中国的能源及 CO2 排放强度的

变化情况。 在研究范围方面,多涉及国家层面,仅有

两篇文章涉及区域层面,即中国多区域能源消耗变

化[44]和上海市 CO2 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分解分

析[39] 。 这一阶段内的研究多基于混合投入-产出模

型,以实物价值型能源投入-产出表为数据基础,在
竞争型进口假设下对能源及碳排放指标进行系统研

究。 在第一阶段研究涵盖的 1987—2007 年期间,中
国的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,相应的能源

消耗及 CO2 排放呈现快速上升趋势。 但中国的能

源强度和 CO2 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(除了

2002—2005 年间的小幅反弹)。 研究发现 1987—
2007 年间导致能源及 CO2 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多

为能源消耗效应、生产技术效应、最终需求结构效应

以及最终需求水平效应。 其中,能源消耗效应是最

主要的抑制因素,生产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结构效

应是主要的促进因素。
2015 年,Su 等[37] 在结构分解分析框架内提出

了不同研究假设组合下(即投入-产出模型种类、国
家进口假设以及 GDP 核算方式)应用乘性分解方式

对强度指标进行研究的基本模型,并在乘性 SDA 框

架内引入归因分析,将分解结果由整体层面延伸到

部门层面,由此开启了研究范围更加完备的乘性

SDA 应用第二阶段(即 2015—2019 年)。 得益于以

多区域投入-产出模型为基础的乘性 SDA 方法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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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,第二阶段研究范围由中国向外扩展到全球 40 个

主要经济体[47,49,55] ,向内覆盖国内 30 个省(自治

区、直辖市) [46,54,59] ,涉及全球、国家、区域多个研究

层面。 与第一阶段不同,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

碳排放领域,对 CO2 排放强度的分解分析显著增

多。 伴随着以消费观点为基础的能源 / 环境研究得

到越来越多的认可[60] ,关于国际贸易导致的能源消

耗及其 CO2 排放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[45,58] ,尤
其在处理国家间进口产品与服务时,非竞争型进口假

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研究假设。 从需求的角度出

发,Su 等[48]在传统的指标技术基础上提出了整体隐

含强度(Aggregate
 

Embodied
 

Intensity,
 

AEI)概念,将
其定义为隐含能源 / CO2 排放与隐含增加值合计的比

值,用来系统研究最终需求种类(例如消费、投资、出
口)相关的能源消耗 / CO2 排放的相对效率。 特别是

整体隐含强度指标可以分别在整体、最终需求种类及

部门层面进行定义和研究,具有完备性特征。
第二阶段研究的焦点仍然是中国的能源碳排放

表现及变化。 在研究涵盖的 2007—2012 年期间,中
国的整体能源 / CO2 排放强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。
强度指标的变化常分解为排放系数效应、能源消费

结构效应、能源强度效应、国内生产结构效应以及国

内最终需求结构效应。 其中,能源强度效应表现出

最主要的抑制作用,同时国内生产结构和国内最终

需求结构效应表现出主要的促进作用。 这一时期,

在能源利用 / 碳排放效率显著提高的基础上,结构优

化转型(特别是能源消费结构、生产结构和最终消

费结构)是进一步挖掘节能减排潜力、持续改善能

源环境表现的关键。 在区域层面,Su 等[46] 将空间

分解引入结构分解分析框架,用于评价区域能源 / 环
境表现以及量化多区域能源 / 环境表现差异的影响

因素及影响程度,并分别针对绝对指标和强度指标

构建加性分解和乘性分解的基本模型。 基于 2002、
2012 年经济和能源数据,国内 30 个省(自治区、直
辖市) 间 CO2 排放强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间差

异[46,
 

54] ,研究表明生产技术效应是北京-天津、沿海

地区、中部地区 CO2 排放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

主要因素,同时生产结构效应、最终需求效应是其他

地区 CO2 排放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。
对比两个阶段里乘性 SDA 方法的应用研究,第

二阶段总体研究数量显著增多。 与能源指标相比,
碳排放指标呈现出研究数量增长速度快且研究水平

高的特征,特别是碳排放强度指标,如图 2(a)所示。
对目标指标的分解分析整体表现为逐渐深入、细化

的特征,分解因素的个数呈现出显著增加的趋势,特
别是第二阶段包含 5 篇因素分解个数大于等于 8 的

应用研究,如图 2(b)所示。 在分解方法方面,第二

阶段表现出更加丰富的分解方法选择与应用特征,
如图 2(c)所示。 在计算单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

时,D&L 方法(或广义 Fisher 指数)被广泛应用。 同

图 2　 2010—2019 年间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应用研究特征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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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源于 LMDI 方法在指数分解分析( IDA) 中的成

功应用,其在乘性 SDA 方法应用第二阶段也得到了

较好的发展。 在研究范围方面,第二阶段相较于第

一阶段研究范围更广泛,特别是扩展到全球及多国

层面的能源碳排放指标的分解。 并且,针对同一研

究范围,第二阶段的应用研究也表现出更加丰富的

研究数量,如图 2(d)所示。 除此之外,从时空维度

出发,第一阶段的应用研究均为时间分解分析,第二

阶段同时包含时间分解和空间分解分析。 综上所

述,2010—2019 年间, 在能源和碳排放领域乘性

SDA 方法在研究数量、研究范围、研究深度、模型发

展、指标构建、研究结果等方面均得到了较为快速、
有效的发展。 这一方面源于全球对能源利用及气候

变化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,特别是中国自主贡献目

标的实现;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乘性 SDA 方法论的

发展。
四、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发展评述

2015 年之前,乘性 SDA 方法多基于单区域投入

-产出模型,采用竞争型进口假设从需求的角度出

发进行模型构建,研究范围仅涉及单个国家和地区。
2015 年之后,特别是 2019 年,以多区域投入-产出

模型为基础的乘性 SDA 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,采
用非竞争型进口假设对全球或主要经济体进行系统

研究。 与单区域模型相比,多区域投入-产出模型

能够捕捉区域间经济关联,特别是区域间贸易和反

馈效应,同时具有更复杂的研究假设、模型构建和数

据基础。 也因为难度高,乘性 SDA 方法在多区域投

入-产出模型中的方法和应用发展滞后于在单区域

模型中。 针对同一研究指标,基于单区域和多区域

投入-产出模型的乘性 SDA 方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

研究结果[49] 。 具体投入-产出模型种类的选择还需

要综合考虑研究问题、研究对象、研究视角、数据基

础等因素。
在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框架内,常见的分解方法

有乘性 D&L 方法(包括 Polar
 

D&L)、LMDI 方法、ad
 

hoc 等。 2015 年之前,分解方法仅涉及 Polar
 

D&L
和 ad

 

hoc,二者属于精确分解研究,分解结果不含残

差项。 2015 年以来,分解方法呈现多样化特征,其
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有 D&L 方法和 LMDI 方法。 乘

性 D&L 方法是结构分解分析框架中使用最为普遍

的分解方法,属于理想分解方法,分解结果不含残差

项,通过因素反转测试,克服了精确分解中由于分解

因素顺序变化对分解结果产生的不稳定性影响,即
分解随意性问题[18,34] 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完全 D&L
方法的计算次数随因素分解个数的增加以指数方式

增加,因而在分解因素数量较多时存在计算量大的

不足。 为权衡计算复杂性和结果准确性,近似 D&L
方法,即 Polar

 

D&L 方法,被提出将其分解结果作为

近似理想分解结果,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 LMDI
方法自 2009 年开始应用于加性 SDA 框架内[61] ,并
于 2017 年开始应用于乘性 SDA 框架内[47] 。 乘性

LMDI 方法属于完美分解方法,具有分解结果不含

残差项、通过时间反转测试、能够处理 0 值以及易操

作的优势,近年来在乘性 SDA 框架内得到了较快的

发展和使用。 在具体分解方法选择时,需综合考虑

理论基础、适用性、使用简便性和结果易解释性[62]

几个方面,D&L 方法和 LMDI 方法是较为理想的选

择。 特别是当分解因素数量较大时,建议采用 Polar
 

D&L 或 LMDI 方法。
另外,以投入-产出模型为基础的 SDA 分为一

阶分解和二阶分解,后者针对 Leontief 逆矩阵对中

间投入相关技术因素和替代因素进行深入研

究[18,63] 。 目前,乘性 SDA 方法在能源碳排放领域的

应用大多采用一阶分解,采用二阶分解的研究还十

分匮乏。 在加性 SDA 框架内,已有研究采用 D&L
和 ad

 

hoc 方法进行二阶分解。 但在乘性 SDA 框架

内,仅有 2 篇研究采用二阶分解且分解方法均为 ad
 

hoc 方法[44,
 

59] 。 因此,在方法论层面,将 D&L 和

LMDI 方法应用于二阶乘性 SDA 模型中是未来发展

的重要需求。
从时空角度出发,结构分解分析可以划分为时

间-SDA 和空间-SDA。 前者主要研究导致某一研

究对象能源环境指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及

其影响程度,基于不同研究假设组合下的时间分解

基本模型可以参考 Su 等[37] 的文献;后者探索导致

多个研究对象间某一时间能源环境指标地区间差异

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,基于不同进口假设的空间

分解基本模型可以参考 Su 等[46] 的文献。 在乘性

SDA 框架内,较空间分解而言,采用时间分解的研

究更为丰富。 得益于方法论的发展,乘性 SDA 方法

已经能够兼顾时间及空间维度、整体及部门层面的

完备研究。
在模型基础方面,结构分解分析可以分别以

Leontief 和 Ghosh 投入-产出模型为基础开展研究。
前者从需求角度出发,以最终需求为外生变量;后者

从供给角度出发,以初始投入为外生变量,两者既有

区别又有联系。[37,64] 在乘性 SDA 框架下,Ghosh 投

入-产出模型作为 Leontief 模型的有益补充,逐渐被

应用于能源环境领域。[65] 从方法论角度看,无论是

Leontief 还是 Ghosh 模型为基础的乘性 SDA 方法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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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实现时间及空间维度、整体及部门层面、一阶及

二阶分解的完备研究。 但是,与 Leontief 投入-产出

模型相比,Ghosh 模型为基础的乘性 SDA 方法目前

还仅限于时间分解研究,例如 Su 等[37] 、Yan 等[28]所

进行的研究,空间维度中的应用还十分不足。
伴随国家间、区域间经济流动越发复杂与频繁,

消费观点为基础的能源环境研究得到了专业人士越

来越多的认可与采纳[60] ,因而 Leontief 投入-产出

模型在能源环境领域中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应用。
在 Leontief 投入-产出框架下,Su 等[48] 提出了整体

隐含强度(AEI)指标系统分析最终需求导致的能源

利用或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对效率。 与传统从生产角

度构建的整体强度指标不同,AEI 从需求角度出发

进行指标构建,并且能够量化分析最终需求种类对

整体强度指标的影响。 在乘性 SDA 方法框架下,
AEI 指标已经迅速应用于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碳排放

问题 ( 例如 Zhu 等[53] 、 Wang 等[57] 、 Wang 等[66] 、
Zhou 等[67] )及能源问题研究中(例如 Yan 等[64] )。

为扩展乘性 SDA 方法的研究层面,Su 等[56] 将

结构路径分析( SPA)技术引入乘性 SDA 方法框架

内,并结合 AEI 指标,探索部门间交易层面能源环

境表现的变化及差异。 目前,该类研究仅涉及时间

分解,在空间分解领域的应用还十分匮乏。 随着这

一方法组合的提出,以单 / 多区域投入-产出模型为

基础的乘性 SDA 在方法论层面已能兼顾全球、国
家、区域以及行业间多个研究层面。

五、结语

由于具有全球性特征,能源及环境问题已经得

到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普遍关注。 强度指标能够衡

量能源利用与 CO2 排放的相对效率,被越来越多地

用于制定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及能源环境政策制定与

实施中。 分解分析是对能源环境指标的变化 / 差异

进行定量分析的常用技术。 其中,以投入-产出模

型为基础的结构分解分析(SDA)能够系统地研究导

致能源 / 环境指标产生变化及差异的直接和间接因

素,特别是结构性因素。 从分解方式来看,SDA 可

以分为加性分解和乘性分解。 自 2000 年 SDA 方法

开始应用于能源环境领域以来,加性分解因使用简

便性首先得到了较多的应用与发展,相关方法论发

展和研究综述可以参考 Su 等[18] 文献。 但 2010 年

之后,乘性 SDA 方法无论在方法论和应用层面都有

较大的进展。 因此,本文基于 Leontief 投入-产出模

型,采用不同进口假设针对能源 / 碳排放强度指标构

建乘性 SDA 基本模型,给出整体层面和部门层面分

解的一般表达式以及可行的分解方法选择。 对

2010—2019 年采用乘性 SDA 方法的应用研究关于

研究对象、研究问题、研究范围、指标构建、模型特征

等方面进行研究综述。 基于此,对研究期内乘性

SDA 方法论发展进行评述,并总结提炼方法发展需

求和研究空白。
在应用层面,乘性 SDA 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

于多区域碳排放研究中,尤其是在 CO2 排放强度指

标(包含整体隐含排放强度)的研究中应用频率颇

高。 伴随数据可得性的日渐完善,尤其是城市级投

入-产出数据的增加,乘性 SDA 方法在城市能源环

境问题的研究中也会发挥重要作用。 联合使用 Le-
ontief 和 Ghosh 投入-产出模型,乘性 SDA 方法能够

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对不同范围的能源环境

指标(特别是强度指标)进行系统研究。 在方法论

层面,在乘性 SDA 框架内实现部门的完美分解以及

在二阶分解中使用 D&L 方法和 LMDI 方法得到分

解因素数值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需求。 本文主要综述

了乘性 SDA 方法对能源及碳排放指标的研究,基于

方法的普适性,乘性 SDA 方法还可广泛应用于具体

能源种类(例如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)及其他温室

气体、大气污染物、固体废弃物、水等其他能源环境

指标的时间及空间维度分解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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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
 

Within
 

the
 

energy
 

and
 

environment
 

field,
 

intensity
 

indicator,
 

which
 

measures
 

the
 

relative
 

efficiency
 

of
 

energy
 

use
 

and
 

car-
bon

 

emissions,
 

has
 

been
 

widely
 

adopted
 

in
 

the
 

national
 

energy
 

conservation
 

and
 

mitigation
 

goal
 

and
 

the
 

related
 

policy
 

formulation.
 

Mul-
tiplicative

 

structural
 

decomposition
 

analysis
 

( M-SDA),
 

which
 

is
 

based
 

on
 

the
 

input-output
 

model,
 

can
 

quantitatively
 

decompose
 

the
 

changes / differences
 

in
 

the
 

intensity
 

indicator
 

in
 

a
 

systematic
 

way.
 

In
 

recent
 

years,
 

M-SDA
 

has
 

achieved
 

a
 

rapid
 

development
 

in
 

the
 

as-
pects

 

of
 

methodology
 

and
 

application.
 

This
 

paper
 

reviews
 

the
 

M-SDA
 

studies
 

on
 

energy
 

and
 

emissions
 

during
 

2010—2019.
 

It
 

is
 

found
 

that
 

(1)
 

the
 

number
 

of
 

the
 

studies
 

has
 

shown
 

a
 

quick
 

growth
 

trend;
 

(2)
 

the
 

topic
 

has
 

expanded
 

from
 

single-region
 

to
 

multi-region
 

is-
sue;

 

(3)
 

the
 

non-competitive
 

imports
 

assumption
 

has
 

been
 

the
 

most
 

frequent
 

choice;
 

(4)
 

there
 

are
 

increasing
 

researches
 

with
 

large
 

number
 

of
 

decomposed
 

factors;
 

(5)
 

the
 

D&L
 

(or
 

generalized
 

Fisher
 

index)
 

method
 

is
 

the
 

commonly
 

adopted
 

decomposition
 

technique
 

in
 

M-SDA
 

studies.
 

On
 

these
 

bases,
 

this
 

paper
 

summarizes
 

the
 

methodology
 

development
 

of
 

M-SDA
 

and
 

the
 

research
 

gap
 

in
 

the
 

near
 

future.
Key

 

words:
 

structur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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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ltiplicative
 

decomposition;
 

intensity
 

indicator;
 

energy
 

and
 

environment
 

field;
 

Chi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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